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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论

近日，记者获悉，民政部等正在着手
研究建立完善未成年人监护干预制度。
中国现行法律中，虽然有关于剥夺父母监
护权的相关条款，但在如何执行上没有具
体规定。最高法表示，希望通过行政与司
法相衔接，实现对监护人监护权的转移。
（1月21日《新京报》）

监护人对被监护人没有做好必要的
监护责任，这般事情时有发生。如贵州
毕节5名流浪男童躲垃圾箱内避寒闷死；
如南京2名女童饿死家中，尸体腐烂后才
被发现；如贵州男子虐待亲生女儿5年，
开水烫头鱼线缝嘴……现实案例让人不
忍多看。因为多看一眼就会多一分心理
绞痛。都说“可怜天下父母心”，为何仍
有极端的个案，父母对自己的孩子也可
以如此不闻不问、如此狠心？因极端案
例并非孤立地存在，加强对未成年人的
保护工作，便显得刻不容缓。

就现实而言，仍然是制度漏洞一箩
筐。我国的法律中虽然有“剥夺父母监
护权”的规定，但现实的执行效果却不甚
理想，何也？只因父母对孩子的监护权
在我国的情况是——只要父母不放弃，
就没有人能够剥夺。与此同时，社会救
助也无能为力——只要孩子的父母还健
康，社会福利机构原则上就不会收养。
当未成年人监护制度与社会救助制度均
有“现实瓶颈”，未成年人被监护人伤害
的事情偶有发生便不难理解了。

如今最高法表示，希望通过行政与
司法相衔接，实现对监护人监护权的转
移，用通俗的说法就是“剥夺孩子父母监
护权”，这样的举措，让人看得见希望，是
社会进步的体现。而且，按照发达国家

的一般标准，公权机构会设置一条法律
底线，当父母的行为突破了这条底线，公
权力便会立即介入，强行剥夺他们的监
护权，并给孩子提供一个领养家庭或者
是其他福利机构的生活环境。我们当前
的制度出发点，与这几乎一致，让最无助
者享受到足以保障健康成长的社会福
利，这才是文明社会的最高体现。

不过，因“剥夺孩子父母监护权”兹
事体大，牵一发而动全身，要摸稳石头再
过河。一者，需先完善监护人制度，依照

《民法通则》提出的标准，在父母之后，监
护权的顺序是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姐
和其他关系密切的亲属，但如果没有亲
属站出来，政府也应有兜底制度，确保为
孩子找到一个温馨的“收养家庭”。二
者，对收养家庭的后期跟踪调查必须有，
毕竟，孩子找到一个“新家”，这个家对孩
子怎样，会否充满关爱，需要后续跟进。
三者，社会救济制度仍不能停滞，如按

《民法通则》的顺序，是祖父母、外祖父母
成为孩子监护人的话，因年龄、照顾能力
等问题，此时社会救济必然不可或缺。
此外，假若是最坏的结局——孩子无人
收养，那社会救济更加不能缺失。

毕竟，剥夺孩子父母的监护权不是
目的，只是手段，为孩子营造一个更加健
康的成长环境才是终极目标。这显然是
责任重大的事情，不可盲目，应谋定而后
动。“孩子父母被剥夺监护权”之后的一
系列问题，必须有配套的制度设置。如
此才能出台“孩子父母被剥夺监护权”的
法律条文，不然对孩子来说未必是一种
保护，也可能是“二次伤害”。
□龙敏飞

“剥夺父母监护权”需摸稳石头再过河
■街谈

针对《中国经济周刊》关于“黄
牛”称有铁路内部人员参与倒票的报
道，记者采访了中国铁路总公司有关
负责人。该负责人强调，铁路部门对
铁路内部工作人员有严格的纪律要
求，并已向社会公布了“七不准”的售
票纪律和有奖举报的措施。一旦发
现有内部人员参与倒票，一律严肃查
处，绝不姑息，并向社会公布查处情
况。欢迎社会各界和广大旅客监督
举报，一经查实，将给予举报人重
奖。（1月21日中国广播网）

虽然中国铁路总公司已经公布
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宣称举报有
奖，将对“内部黄牛党”进行严打，但
纵观一部“春运史”，“内部黄牛党”俨
然已经成为春运的一个重要角色。
不论是类似“七不准”式的条例治理
还是火车票实名制，乃至网络订票，
都难以刹住这些“带头大哥”的凶
猛。当然，这也不意味着这些措施完
全无效。与往年相比，黄牛党的活跃
程度已经锐减，只不过所谓的“内部
黄牛党”仍没有束手待毙。因为，从
本质上来说，内部黄牛党所牵涉的问
题已经不仅是技术层面的恶性刷票，
而是一个综合性的权力寻租问题。
这听起来固然有些老生常谈，但也确
实是铁路行业存在的一个恶性顽疾：
虽然人人皆知，却难以根除。

如何治理“内部黄牛党”，关键还
要靠铁企的市场化改革。在未有改
革之前，铁路运输主要由铁道部负
责。而铁道部政企不分被诟病由来
已久，铁路运输则还保留了某些计划
经济色彩。当外部的大环境已经演
变为市场经济，铁路行业所存在的这
种计划经济空间，就可能蜕变为一种

权力寻租的空间。因为历史经验告
诉我们，双轨并行的经济制度，权
力之手是有可能通过插手具体的经
济事务在两者之间辗转腾挪“为我
所用”。

现在，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
推行，铁道部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
但它所留下来的坏毛病短期内恐很
难一并扫除。新成立的“铁企”，在票
务服务等方面，虽较从前有较大进
步，但在制度监管等方面，仍与现代
企业有较大的差距。旧有机制的顽
疾，在一定程度上被“铁企”所沿袭。
所谓“内部黄牛党”不过是其继承的

“遗产”之一。
更重要的是，就市场地位而言，

“铁企”在铁路运输上仍一家独大。
当民众不满意它的服务，也无法用脚
投票来实现倒逼。这也是为什么人
们对黄牛党又恨又爱的缘故：恨它是
因为它的票价太高，爱它则是由于好
歹还能买上票。但由于铁路系统的
特殊性，一条铁路线路的服务无法
拆分给不同的公司运营，从而也就
不可能如航空公司一样实行多元管
理。不过，从制度管理的角度审视，
这种问题其实亦可通过引入市场机
制来解决。加强“铁企”的制度性建
设，在员工之间引入竞争与淘汰机
制，以科学的量化管理方案，将铁企
员工、铁企领导的工作情况与相关
待遇晋级、淘汰挂钩，使铁企成为真
正的企业，让员工真正对乘客负责、
对公司负责、对企业利益负责，从而
压缩“内部黄牛党”的利益空间，推动
火车票务信息朝着彻底透明化的方
向迈进。
□晚报评论员 杨兴东

“七不准”缘何打不死“内部黄牛党”

■个论

截至目前，已有28个省市区的两会
陆续召开。从各地公开的政府工作报告
中可以发现，大多数省份的报告都提及了
三公经费情况，并表态要过紧日子，严控
三公经费支出，其中多个省份明确提出了
2014年三公经费支出的具体压缩比例。
压缩比例最高的为浙江省，达30%；江苏、
宁夏、青海等均提出要压缩5%。（1月21
日人民网）

在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社会新风中，
各地提出压缩三公经费支出的具体比例指
标，尤其是有的省份压缩比例超过10%，甚
至达 30%，呈现出了一组令人欣慰的数
字。不过，应该注意的是，在各种规章制度
并不健全的阶段，指标控制是最简便易行
的手段；在政府部门行为被“关进制度的笼
子”过程中，单靠“指标控”来压缩三公经费
支出，其科学性就值得商榷。

2013年各地三公经费支出普遍出现
较大幅度缩减，譬如福建削减了13.5%，甘
肃下降了 20%以上，海南文昌市降幅为
13.7%，武汉市同比下降16.5%……全国人

大代表叶青就此指出：这与2012年底中央
提出的“八项规定”有关。“八项规定”从遏
制公款消费、控制出国等源头约束了三公
消费，使得各地政府部门三公支出缩减。

如果条分缕析地审视各地三公经费
支出的下降，公务接待费用瘦身和因公
出国（境）费用压缩贡献了相当的比例。
譬如海南文昌市三公经费支出总体下降
了 13.7%，其中公务接待费和因公出国
（境）分别下降 33.5%和 54.1%。也就是
说，在三公经费缩减中，占三公经费60%
以上、金额最高最难管的公车经费压缩，
并没有做出绝对贡献。

事实上，在“八项规定”之后，中央又
相继颁布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其中《党政
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对经费管
理、国内差旅和因公出国（境）、公务接待、
公务用车、会议活动、办公用房、资源节约
等均做了明确规范和规制。关于公务用
车，要求“坚持社会化、市场化方向改革公
务用车制度”。正如叶青的观察：在现在
的基础上，三公经费还会有一个比较大的
压缩空间，其中之一就是公车改革问题。

以此来看，各地提出的今年三公经
费支出压缩指标，是多还是少呢？这显然
很难判断。事实上，各地公车改革尚未大
面积铺开，如果这项改革在今年拉开大
幕，那么各地三公经费支出缩减远超过
5%，是轻而易举的事；如果仅仅从公务接
待、因公出国（境）、节庆论坛会展等方面
压缩三公经费5%，也不是没有可能，却在
推动公车改革方面有失诚意和动力。

只有政府部门的行为完全纳入《厉
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国内公务接待
管理规定》等制度的笼子后，明确缩减比
例才具有不凡的意义。也就是说，缩减
三公经费需要以改革进度和指标双控，
单靠“指标控”可能会遮蔽改革的紧迫性
和延迟改革的进度。□燕农

压缩三公经费应脱离“指标控”

■街谈

近日，一份《2013 年中国人婚恋
状况调查报告》显示，近六成受访者
曾被父母“逼婚”，“80后”是遭遇父母
逼婚的主要群体。超四成的父母选
择“唐僧模式”，即不断地言语催促；
近两成的父母喜欢“发动群众”，用亲
朋群体施压；还有的父母直接赶鸭上
架，强行安排相亲约会。（1月21日
《南方都市报》）

一提到父母，许多人都会联想到
“可怜天下父母心”。从情感上看，
“父母心”体现了父母对子女无私的
爱；从道德上讲，“父母心”处于一种
特定的道德压力之下。在中国特有
的人格建构模式中，子女只要没有成
家立业就始终不算成人，父母有权利
也有义务管教和督促。当传统的婚
恋文化和现代的焦虑心态相结合，

“中国式逼婚”的火焰便越烧越旺。
父母与子女在生活经历、教育背

景、价值观念上存在着鲜明的代沟，
两代人有各自的怕与爱。然而，在子
女婚恋这个问题上，两代人的怕与爱
奇妙地纠缠、融合在一起。子女觉得
父母太过市侩和现实，父母则认为子
女太强调感觉和缘分，生活方式的代
际差异，择偶标准和婚恋观念的摩擦
与碰撞，导致“中国式逼婚”愈演愈烈。

为什么明知婚事要由子女决定，
父母却不厌其烦地催婚乃至逼婚？
基于先例的惯性联想也好，基于预防
的未雨绸缪也罢，当松弛的情感关系

与焦虑的社会心态交织在一起，张爱
玲那句“出名要趁早”，变成父母们

“结婚要趁早”的忠告。焦虑的父母
们，以爱之名，不断鞭策子女在择偶
的道路上绝尘狼奔。

当“中国式催婚”成为一种结构
性压力，不堪重负的子女被动地选择

“破解之道”。不论是闺蜜扮“恋人”
宽慰父母心，还是躲“逼婚”干脆不回
家，抑或是租赁男女朋友回家，春节
原本是合家团圆的美好时刻，却嬗变
为子女与父母钩心斗角的舞台，这样
的无奈和艰辛，让人唏嘘不已。

事实上，“中国式逼婚”更是当下
青年人婚恋困境的缩影。每一个“剩
男剩女”的背后，都有着错综复杂的
利益考量和情感纠葛。当择偶偏好
与经济条件、社会关系、教育背景等
社会资本勾连在一起，“门当户对”的
阶层内婚姻也好，“女性往上找，男性
往下找”的梯度效应也罢，年轻人并
不是不愿意成家立业，而是现实的窘
迫与无力，让他们缺乏“想爱就爱”的
自信与从容。

子女们固然要摈弃好高骛远的
婚恋观，父母们也要尊重子女婚恋的
独立自主权利，对子女的生存境遇给
予更多的包容和理解。当然，一个充
满希望和活力的社会，应该让青年人
拥有更多“人生出彩，梦想成真”的机
会。只有多方合力，“中国式逼婚”才
会逐渐消减。□杨朝清

“中国式逼婚”的代际差异和焦虑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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